河北省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世今生—— 元中都的文化守望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在湮没于历史烽烟700多年后，2017年12月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地处塞外边城张家口的元中都遗址最终入选，成为我省历史上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一刻，对于我省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那么，元中都遗址如何实现了河北零的突破成功入选?围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环节，我省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今后我省的文物考古和保护利用有哪些借鉴意义?
“活化石”：见证元代遗失的都城
若干年后，考古学者张春长已垂垂老矣，当他再回忆起2017年12月2日早晨时，除了寒冷的北风，可能就是这句话：“元中都遗址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老兄，你威武了!”
威武这个词，从来和瘦弱的张春长不沾边。但那天清早，当一身脏泥的张春长拖着疲惫的身躯爬出行唐故郡探方，见到这条故友发来的短信时，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威武，想大哭想大笑。然而，不擅言谈的他还是压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抽了一根烟，然后背靠土垄发了一条朋友圈，仅仅写了这样一句话：
“那个曾经荒凉的地方，曾经和我有点儿关系。”
烟花易冷，往事随风。“荒凉的地方”俗称“白城子”，也就是如今世人所熟知的张家口市张北县馒头营乡元中都遗址。而那个“曾经”，其实整整耗费了以任亚珊、张春长为领队的考古队员们长达十年的青春。“从30岁出头，一直到40来岁，我们那一批人最宝贵的光阴，全融在了那个荒草漠漠、冰雪覆盖的边陲之地。”张春长目光中闪着泪和笑。
这不是一般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历史上少有的“主动性发掘”，而之所以“主动”，其实正是为了寻觅和论证一个草原民族所建王朝遗失的都城。都城，对于一个王朝和国家的意义，已无须赘述，如长安城之于汉唐、汴京和杭州之于赵宋、北京城之于明清。但这些都城及其建筑在后世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上来说，存在一个为常人所不熟悉的难点，即文化层叠加。换言之，很难严格界定那些遗存及建筑的确切年代和演变历程。
比如目前正在进行考古挖掘的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尽管出土了不少器物，但文化层太过丰厚，至少涉及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而这些信息，唯有进行真正发掘才能提取出来，并且需要仔细分析考证才能逐步弄清楚其演变真相，还原正定古城城池逐渐扩建演变过程。
这个工作是漫长而艰辛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座城，既历史地位重要，又信息明确单纯，同时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古代都城的营造制度呢?很显然，是元中都。
据《元史》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皇帝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在旺兀察都肇建元中都，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带)并称“三都”，存世五十多年后被烧毁。
不到一年就编纂完成的《元史》，其粗糙众所周知，许多地方记载模糊，甚至错误。再加上元代本身的史料就少，所以后世已不知所谓“旺兀察都”在哪儿，明清两代地方志的记载更是以讹传讹。“白城子”就这么湮没消失在历史中。
元中都遗址被重新发现的过程极具偶然性和戏剧性，而争议更是不断。1997年，关于“白城子”就是元中都的争论到达顶峰。当年7月，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考古学家宿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世枢、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任亚珊等前往“白城子”进行了实地考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省一批风华正茂的考古工作者汇聚坝上，扎根荒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考古发掘。
“城大致是方正的，坐北朝南，宫城内有一些微微鼓出地面的土包，以高台为中心、南北为轴线对称排列。”回忆起初次驻足这片废墟时的情景，张春长说，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设计思想是“天子中而处”“以高为贵”，“站在台上眺望，不仅观风看水望地势，甚至追着大雁看，我突然有种奇妙感觉，此乃形胜之地，绝非寻常所在”。
此后的考古发掘证明，张春长当时立足之地就是元中都宫城正殿——一号大殿的基址所在。而经过漫长的勘探、测绘，考古人员进一步确定，白城子的城墙由内向外由宫城、皇城、郭城(外城)三重城墙相套而成。“三重城墙，是只有都城才能采用的、等级最高的城市规格。建筑对称布局，是古代中原都城建造的传统。”张春长说，虽然都是都城等级，但元中都与元大都的规模相差甚远，与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元上都却基本相当，“作为陪都，其规模和环境与上都相似，这是合乎礼法规制的。”
而随着考古的深入，一种在元代考古发掘中前所未见的角台结构显露出来——角楼台基平面呈曲尺形、从宫城西南角起向东向北呈三级缩折后分别与宫城的南墙和西墙连接。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出阙”结构，源于汉唐流行的建筑形制。而更重要的是，“三出阙”是阙制中的最高等级，是“天子之制”，即显示其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形制，这再次为证实白城子为元中都遗址提供了有力论据。
“元中都考古发掘是我省在坝上地区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成果非常丰厚。”张春长说，作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又返回草原所建的都城，元中都可谓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对于了解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演变极为重要。同时，这毕竟是一个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都城，从选址到都城设计的细节，都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可称之为元代都城‘活化石’，是研究元代都城的珍贵考古实料，汇聚草原和农耕两大文明，尤其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设理念、城市制度、建筑特征以及雕塑工艺方面的标本作用，无可替代。”
“破谜团”：揭开元代宫廷那扑朔迷离一页
曾经参与修复元中都遗址一号大殿的省古代建筑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国宾，最近正在读海子的诗，其中一句令他特别有感触：“群山正在下雪，山坳中梅树流淌着今年冬天的血，无人知道的，寂静的鲜血。”12月5日，刘国宾对记者说，海子这句诗令他想起元中都的前世今生。
已有三座都城(哈剌和林、上都、大都)，为何还要兴建一座?草原广袤，为何选址于此?短短四年，因何又遭废弃?从都城到行宫，它经历了什么?兄终弟及，叔侄相承，这座城池里上演了什么?最后又被何人付之一炬?是真被烧毁了吗?
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蒙古民族，曾经纵横万里，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元中都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定了元中都所在地，并寻觅到古代都城营建及建制的“活化石”，那么更为久远而吸引人的则是填补了史料空白，弥补了历史空缺，印证了关于元代历史的诸多传说，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走出了坚实一步。
“大元”这个国号，是郭守敬的师傅刘秉忠根据《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意思提出的。刘秉忠，是元朝政治体制最主要的设计者，也是元上都、元大都两座都城的设计者。但元朝历史，由于文字起源落后，政权存在时间短等问题，导致始终扑朔迷离。
1307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孛儿只斤·海山继位，世称元武宗。仅仅登基10来天后，他就一纸诏书，在今张北县建立新都城。为何?
元代汗位继承，是一种蒙汉杂糅的方式——嫡长子继承与“忽里台”大会公推大汗的双轨制。前者，是自上而下指定，后者，是诸王自下而上推选。这一成吉思汗确立的皇位“双保险”，往往会“不保险”，因为最终是军事实力决定候选人。长期镇守漠北的海山，是靠军队和漠北诸王的推戴夺得的政权。但当时的大都，是其帝位竞争对手、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势力范围。
为了避免兄弟相斗，双方约定皇位“兄终弟及”“叔侄相承”，而史书则美饰为“武仁授受”。然而仅四年后，从大都传来了“帝崩于玉德殿”的消息。武宗的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并立即宣布“罢城中都”“还中都所占民田”。就这样，尚未投入使用的元中都终止了成为帝都的命运，继而降格成为皇家行宫。
冷落的中都，后代皇帝偶有巡幸，如泰定帝至治三年(1323年)在此做了一次佛事，打了一次猎。其真正的衰败其实从“武仁授受”之际就埋下伏笔。天历二年(1329年)，已称帝的文宗图帖睦尔与其兄和世王束
产生争斗，两人皆为海山的儿子。文宗图帖睦尔以将帝位让给和世王束 为由，将之从漠北骗回，在元中都的行宫，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一幕。《元史》卷33《文宗纪二》载：“庚寅，明宗崩，帝入临哭尽哀。燕铁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还。”
兄弟相残令文宗此生再无胆量巡幸中都。中都，就这样凋零湮没。
自此之后，历朝历代在草原地区都再没建立过新的都城。那么，元中都究竟为何人所烧毁?“有说是红巾军烧毁的，但从考古的角度说，我们只能提供出元中都确有火烧的痕迹，从考古实物还没有发现元中都是被何人焚毁的。”参与元中都考古发掘的第一任领队任亚珊认为，至今这还是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但是，纵观元代近百年历史，元中都的肇兴和湮没有其必然性。当年，元朝官僚机构之膨胀和吏治之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都工程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劳役繁重，“死于木石者甚多”。国库告急，民怨沸天。“都城是王朝的心脏，地处草原的元中都在农业、经济、文化、历史层面底子都很薄，对全国的总控辐射能力先天不足，很难支撑起一个庞大的都城架构，即便作为都城起用，运行成本也会非常高。”张春长分析说。
“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面对逐渐显露真容的元中都，有学者如此激动地说。
所以，无论是仁宗罢城、还是文宗弑兄，元中都的废弃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历史必然，这是一个梦幻般的错误，也成为草原都城史上带有悲情色彩的绝唱。这座兼具农牧文明的元代都城虽只昙花一现，却见证着大元王朝的国运中衰与皇族争权的那段史实，印证了历史上许多难解之谜，蕴含耐人寻味的历史教益。
“立标杆”：引领我省文物保护发展工作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
元中都遗址发掘以来，2000年被列入“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元中都遗址的重要性，在任亚珊、张春长等人埋头挖掘了十年后，2008年省古代建筑所的刘国宾等人开始着手实施元中都遗址修复保护工程。他们没想到，这个最初基于“保护好文物”“让老百姓了解”的初步构想，会在后来的十年中逐渐奠定元中都遗址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个概念是在国家推进大遗址保护实践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个概念进入文物保护领域，是在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200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称其为“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制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其正式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保概念，涉及经济、文化、环保等多方面因素，要突出公益性。比如，大遗址编制保护规划，就是单独的遗址保护，是普遍性的，都需要编制。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定是有条件的，是少数的，需要另申请立项，最后经过评定批准。”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告诉记者，具体条件中有两条是硬指标：一是要有经省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规划;二是要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长期考古计划，并要专门编制符合保护规划的遗址公园规划。另外，还要编制《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书》《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和《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计划书》。
在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记者见到了刚刚从慈溪返回的贾金标副处长，从他手中获取了一份材料，上边详细列出了为推动元中都遗址入选而展开的各项工程：
2009年，实施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实验工程。
2013年，实施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保护工程。
2014年，实施元中都皇城南门、宫城西马道和小广场保护工程。
2015年，实施元中都宫城南门、西南角台建筑遗址夯土保护及排水系统工程;元中都遗址环境整治工程。
2016年，实施元中都遗址宫城西城墙南段保护工程……
“通过实施这些保护工程，不仅使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起到展示作用。”贾金标介绍，尤其是2013年元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后，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编制25人，设综合办公室、遗址开发科、遗址保护研究科、遗址规划建设管理科，全面负责遗址保护开发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遗址周边环境进行整治绿化，建造停车场、服务中心、公厕等基础设施;配套水网、电网、无线网、照明系统，还对遗址保护区的区界进行了标识，修建了围栏，树立了界碑界桩。
“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说到底就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根脉产生现实影响。对这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我们有一句话：意在可持续保护与研究，杜绝遗址公园化;重在有重点阐释与展示，力保公园遗址化。”张立方说，遗址公园的建设要以秉承保护元中都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展示考古信息和文物遗址信息，保持元中都遗址的历史环境基本不变。以元中都遗址本体为核心，以周边地区的草原、山水环境为依托，通过合理的游览路线组织，串联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与遗址点，将构建元中都遗址生态、文化、景观大格局，最终达到集考古研究园、历史文化园、生态观光园、休闲娱乐园于一体的公园效果。
十年辛苦不寻常。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元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在走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其文物修复和保护，依然如是。而入选乃至今后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
河北是文物大省，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一种肯定，但绝非终点。入选之后的路更长、任务更重。“目前，元中都遗址已能够接待游客参观，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将分五期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3.87亿元。”张立方说，单就考古和文物保护来说，今后我们还有一系列重要工作要做，比如对遗址周边的墓葬区及窑址区进行勘探和发掘，掌握其特征;比如系统整理发表2013—2016年的调查、勘探发掘资料，展开多学科的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没有终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在燕赵大地上看到更多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中山古城、赵王城、邺城……我们可以尽情去穿越历史，那肯定不只是梦想。
今天，我们站在隐蔽于茫茫原野的元代都城遗址，想象着这座塞北荒凉的孤城，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豪华奢侈，以及它那如昙花绽放般的短暂历史。如今，它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迎来更多的有缘人，为他们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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